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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对冯王郑薛 !历史定位的再审视

摘要：本文对传统的将冯王郑薛划分为早期改良派的观点提出异议，在重新分析了冯王郑薛的思想与实践、

并兼与洋务派典型代表人物李鸿章比较的基础上，得出“ 冯王郑薛与李鸿章都具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思想

现象，但却没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实践实质，因而应当共同归属于洋务一派”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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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宋 刚（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成都 $&(()&）

自 &+$(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，轰轰烈烈的洋务
运动开展起来，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

张之洞等。这些历史人物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扮演着先行者

与领导者的角色，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、倡导者与实践者，

伴随洋务运动一起铭记史册。但是，在整个洋务运动中还

有一批重要人物，他们因曾李左张等人的耀眼光芒而被掩

藏在历史幕后，那就是冯桂芬、王韬、郑观应、薛福成等。他

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洋务运动的宗旨保持

着一致，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扮演着洋务运动经理人与参谋

者的角色，是推动洋务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。但是由于种

种原因目前许多学者将冯王郑薛从洋务派中划分出来，独

立成为一个“ 早期改良派”。在仔细研读文献的过程中，笔

者认为这种划分很有商榷的必要，在此笔者略陈管见，以

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及参照对象的选择

目前学术界将冯王郑薛从洋务派中划分出来，独立为

“ 早期改良派” 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：“ 对发展民

族工商业的要求”、“ 改良‘ 中体’的要求”以及“ 学习西

方君主立宪制的要求”。实际上，对于冯王郑薛到底应当

属于洋务派还是应当独立为“ 早期改良派”，我们主要应

从下面的角度来考虑：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是不是有背离

或是突破洋务运动“ 自强求富”与“ 中体西用”的思想现

象而在于他们有没有背离与突破洋务运动的实践实质。因

此，一方面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对以上划分依据重新进

行考虑；另一方面，选择一位公认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作为

参照来进行比较亦不失为明辨视听的有效途径。

如何选择参照对象，须根据历史事实而定。较之曾国

藩、左宗棠、张之洞，李鸿章自始至终参与和主持了洋务运

动，他是实施“ 洋务”计划的关键人物，是洋务运动的灵魂"。

他直接创办了一系列洋务企业，并创立了新式海陆军以及

新式海防要塞。蒋廷黻说：“ 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，最

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，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，最早接

的电线是他接的，招商局是他提倡的”#。同光时期的近代

军工民用企业和设施有 ,/# 是李鸿章主持下创办的$。在
整个洋务运动中，李鸿章创办的大量近代工矿企业，使中

国社会的近代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，在事实上支持、推

动了整个洋务运动。李鸿章堪称是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绝

对领袖，可视为洋务运动的典型代表而作为参照对象。

二、冯王郑薛回归洋务派辨析———兼与洋务

派典型代表人物李鸿章比较

下面将着重针对传统划分依据的三个方面，并以李鸿

章为参照对冯王郑薛到底属不属于洋务派这一问题进行

辨析。

0/ 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
冯王郑薛强调：“ 商为国本”，“ 商握四民之纲”，“ 富

民”与“ 富国”的根本在于兴商。在洋务派“ 借法以富强”

口号下积极举办洋务事业的同时，郑观应更明确的树出了

“ 商战”的旗帜：“ 以一言断之曰：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”%。

薛福成则提出“ 工商立国”的主张。这些言论表明冯王郑

薛已经认识到，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在于“ 船坚炮利”，

更在于经济实力的差距悬殊上，主张在开矿冶铁、制器练

兵的同时，在中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。

这明显是针对李鸿章等人“ 习兵战”与“ 官督商办”

等“ 自强求富”道路而提出来的，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区分

洋务派与“ 早期改良派”的一个标准或依据。但冯王郑薛

与李鸿章在这方面的分歧只是贯彻“ 自强求富” 不同道

路———“ 私营”与“ 公办”———选择上的差异，仍然是在贯

彻“ 自强求富”与“ 中体西用”的洋务思想，走的依然是洋

务道路，不存在对“ 中体”的冲击，没有触及封建政治制

度。况且李鸿章对发展民族工商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，他

在奏折中曾指出：“ 泰西以商立国，商务之盛衰，即国势强

弱所由判。凡有益商务者，必竭全力以图之”&。将工商业

盛衰提高到影响国势盛衰的高度。&+." 年李鸿章明确表
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，“ 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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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，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”!。李鸿章在积极筹建上海

机器织布局的同时，“ 厘定章程，号召华商多设分厂，以资

推广”"。明确号召华商积极参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。这些

都与冯王郑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境况分析，李鸿章与冯王郑薛同时

认识到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并非偶然。在 !" 世纪 #$
年代以后，战火虽逐渐平息，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掠

夺更加变本加厉，不仅掠夺廉价原料，还把侵略魔爪伸向

中国的航运、铁路、电讯等方面，造成清朝财政日益枯竭，

社会经济日益凋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与西方“ 争利”必然成

为当时社会先进人士的共识，而欲与西方“ 争利”，兴办民

族工商业则当然为首选之途，因而才有了冯王郑薛“ 商为

国本”与李鸿章“ 官督商办”。事实上，在中外民族冲突尖

锐的时代，只要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就是民族资本，而不

论其是封建国家开办还是私人开办，是地主阶级开办还是

别的阶级开办。因而在发展民族工商业这一点上，实未见

得冯王郑薛就是比李鸿章高明。

!$ 改良“ 中体”的要求
在郑观应的著作中，有很多言论涉及改良“ 中体”。他

曾指出：“ 虚中有实，实者道也；实中有虚，虚者器也。合之

则本末兼赅，分之则放卷无具” #。明显表达了“ 道”、

“ 器”统一的要求，也就是在采纳“ 西用”的同时，改良

“ 中体” 的要求。!%%& 年他在日记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论
述：“ 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，体用兼备，育才于书院，

论政于议院，君民一体，上下同心，此其体；练兵、制器械、

铁路、电线等事，此其用。中国遗其体效其用，所以事多磗

格，难臻富强”$。更加明确的将中国陷入矛盾境地，无法

富强的原因归结于对“ 西体” 学习的缺失。这的确较之

“ 中体西用”的洋务运动宗旨有所冲突，突破了“ 器物”学

习的藩篱，涉及到“ 制度”学习的层面，提出中国要从经济

到政治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确要求。

但是，我们应当注意到，冯王郑薛在整个洋务运动中

一直没有放弃鼓吹坚守“ 中体”的必要。薛福成 !%#" 年在
《 筹洋刍议》中阐述了“ 取西人器物之数，以卫吾尧、舜、
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道”的思想。郑观应 !" 世纪 %$ 年
代在《 盛世危言》中也主张“ 中学其体也，西学其末也，主

以中学，辅以西学”。更需我们注意的是：!%"’ 年，郑观应
在《 盛世危言·自序》中又说到：“ 中，体也，本也，所谓不

易者，圣之经也。时中，用也，末也，所谓变易者，圣之权

也”!"#。在其提出全面学习西方“ 体用”后的第八年郑观应

为什么却会再次回归“ 中体西末”的观点？一种合理的解

释是，他的思想跟观点并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，而是

一个不断的往复循环的过程，郑观应的思想在洋务运动宣

告结束前两年（ !%"’ 年）仍在“ 中体西用”与“ 体用一
致”的矛盾中徘徊，他的思想是不成熟和不稳定的。他们

所背负的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模糊，使

得冯王郑薛无法最终彻底摆脱“ 中体”的约束与限制，真

正走向“ 体用不二”、“ 体用同源”，而是更多的停留在

“ 中体西用”的层面上，“ 改良中体”在其思想中只是昙花

一现，“ 中体西用”才是真正的主流，因而仍与洋务运动保

持着事实上的一致。

随着时局的发展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化，这种“ 制度

变革”的思想火花在李鸿章身上也有所体现。自 %$ 年代
开始，李鸿章“ 变成法”的思想就不断向前发展，在政治上

试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，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。正如他

自己所说的：“ 欲求驭外之术，惟有力图自治，修明前圣制

度，勿使有名无实，而于外人所长，亦勿设藩篱以自隘，斯

乃道器兼备，不难合四海为一家”!$#。李鸿章主张把“ 修明

前圣制度”与学习“ 外人所长”结合起来，强调“ 道器兼

备”，而所谓“ 修明前圣制度”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。与

($ 年代不同，此时李鸿章修正了所谓的“ 中国文物制度迥
异外洋榛笲之俗”的观点，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政治体制

的某些弊端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，将中国

封建体制的弊端归结为：“ 官与民，内与外，均难合一”。作

为朝廷一品大员的李鸿章能够如此明确的提出“ 道器兼

备”的观点，所需的见识与勇气应该说高于冯王郑薛，尽

管其“ 道器兼备”之说也是稍纵即逝，未见实施。

%$ 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的要求
冯王郑薛几乎都谈论过君主立宪制度，但是他们在大

多数情况下只限于“ 介绍”的层次，出发点是以此作为比

较来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弊端，而没有与发展洋务企业或

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结合起来。这种狭窄的视野决

定了其批判封建制度、推崇立宪力度与深度上的局限性。

冯王郑薛都有广泛的西方游历经验，对西方认识较深，认

为“ 治乱之源，富强之本，不尽在船坚炮利，而在议院上下

同心，教养得法”!%#。但是这种设立议院的思想仅仅将设立

议院的作用局限于解决中国“ 言路不通”，冯王郑薛大多

从“ 上下一心”的角度，探讨立宪强国的原因。这种认识在

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，冯桂芬的“ 君民不隔不如夷”、王韬

的“ 上下之交不通”都是这样的认识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

识，他们不断的介绍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，而他们本身并

不能真正的理解君主立宪制度的要害与精髓。

而事实上，!%(& 年春天，李鸿章就注意到日本的明治
维新及君主立宪政体，思忖改革。他在给恭亲王弈盉的一

封信中指出：“ 日本以区区小国，尚知及时改辙，我中国深

惟穷极而通之故，亦可以皇然变计”!&#。从 #$ 年代起，李鸿
章开始揣摩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得失，他曾对曾国藩说：

“ 中国政体，官与民，内与外均难合一”，“ 日本益自其君

主持，而臣民一心并力，则财与日生不穷，中土则一二外臣

持之，朝议夕迁，早作晚辍”!’#。%$ 年代主张派大臣赴“ 欧
洲考究民政”!(#，并逐步开始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

“ 善政”，改善君、臣、民三者的关系，以期实现“ 庙堂内

外，议论人心”趋于统一!)#。

另外，关于李鸿章对君主立宪的态度，我们还可以从

洋务运动结束后的一些史实来思考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李

鸿章从政治舞台的中心退出，但 !%") 年强学会在北京成
立之时，他捐三千金请入会，次年《 时务报》问世，鼓吹变

法救亡，他捐银 ’$$ 元支持!*#。维新变法失败后，慈禧太后
出示清流弹章对李鸿章说：“ 有人谗尔为康党。”李鸿章答

曰：“ 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，臣无可逃，实是康党。”并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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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人说：“ 康有为吾不如也”!"#。李鸿章思想中的立宪倾向

一览无遗。对此，梁启超曾在他的名著《 李鸿章》中如此概

括性地评价了李鸿章的一生!“ 吾敬李鸿章之才，吾惜李鸿
章之识，吾悲李鸿章之遇。李鸿章不生于欧洲，而生于中

国；不生于今日，而生于数十年前。”

除以上三个方面外，我们还可以从对立方的反应态度

上考察冯王郑薛的历史角色。在整个洋务运动中，“ 开新”

与“ 卫道”的斗争伴随始终，双方针锋相对，洋务派承受着

众多的指责、贬低、辱骂与攻讦。方浚颐在《 机器论》中指

责洋务派“ 以技艺夺造化，则干天之怒；以仕宦营商贾，则

废民之业；以度支供鼓铸，则损国之用”$%#。李鸿章被顽固

派骂作是“ 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”，被指责“ 竭中国之国

帑、民财而尽输洋人”$&#，“ 僦之为名教罪人，士林败类”$’#。权

倾一时、位极人臣、“ 入朝为宰相，在军为统帅，临民为总

督，交邻为通商大臣”的李鸿章本人只是强调西用之学，

尚且经常遭受到士大夫的无端攻击乃至朝廷的严厉训斥，

甚至几度受到革职或闲置的处罚$(#。但是，在考察冯王郑薛

的进步思想时，我们却发现，他们不仅未因其思想上的进

步而引起国人的重视与思考，而且也没有被罢官，没有被

打击、压制———这就说明他们思想影响程度之小，甚至于

没有引起他们的对立方（ 顽固派）的注意。资本主义经济

势力对政治变革压力要求的缺失、对洋务运动能促成中国

富强与进步的幻想、封建道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对西方

认识的模糊与不全面决定了冯王郑薛理论上的不成熟，思

想上的不稳定，使得他们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制度变

革的理论讨论与舆论宣传，自己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

与施政纲领，没有积极的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，而仅仅

流于清议。从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以其思想对社会影

响程度之小，不可能成为引领时代的主流思想，更不用说

领导社会前进，不应将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研究

对象来研究，而应当将他们归属到洋务派当中。

三、结论

在洋务运动的开展过程中，在与西方频繁接触，承受

近代工业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冲击的情况下，在生产力展示

其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潜力时，无论李鸿章还是冯王郑薛

在思想上产生一些进步色彩都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些进步思

想无疑是零碎的、不系统的、不成熟的，但却具有时代造就

的共性，也正是这些时代共性决定了其无法得到稳固与付

诸实践，不可能独立成为高扬于那个时代的思想旗帜，只

能依附而无力突破“ 自强求富”“ 中体西用”的时代主题，

终究只能在历史的车轮下化为齑粉。

刘平在《 张之洞传》中曾引述了张之洞这样一段话：

“ 为国则舍理而言势，为人则舍势而言理。”“ 为国”与

“ 为人”，“ 言势”与“ 言理”的矛盾可能就是冯王郑薛与

李鸿章的共同矛盾与两难境地。“ 为国”则要“ 言势”，要

求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，因而强调“ 自强求富”，强调“ 中

体西用”，不越雷池一步；“ 为人”则要“ 言理”，要求改革

中国积弱与封建专制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。以前我们片面

的从“ 为人言理”的角度来分析冯王郑薛，看到其思想上

的进步；同样片面的从“ 为国言势”的角度来审视李鸿章，

强调其实践上的功绩，故而将两者区分开来。但如果我们

将“ 为人言理”与“ 为国言势”结合起来对冯王郑薛与李

鸿章进行全面考察，就会发现：他们思想上都具有超越洋

务运动的进步色彩，但却都未以此作为其实践的主导，主

导其实践的依然是“ 自强求富”、“ 中体西用”的洋务宗

旨，实践的依然是正统意义上的洋务运动。洋务运动的实

践超越引发其思想上的共同超越，但其思想上的共同超越

却未能反过来指导洋务运动实践的再次超越。因而，事实

上，冯王郑薛与李鸿章是一致的：他们都具有背离或突破

洋务运动的思想现象，但却没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实

践实质，因而应当共同归属于洋务一派。

注释：

!“ 冯王郑薛”是指按传统观点被划分为早期改良派的冯

桂芬（ "#$%&"#’(）、王韬（ "#)#&"#%’）、郑观应（ "#("&"%)"）、薛
福成（ "#*%&"#%(）、马建忠（ "#((&"%$$）、容闳（ "#)#&"%")）、陈

炽（ ？&"#%%）等人。

" 章育良：《 差异：曾国藩与李鸿章》，《 吉首大学学报（ 社
会科学版）》)$$$ 年第 ) 期。

# 蒋廷黻：《 中国近代史论集》，台北益世书局 "%’$ 年版，
第 )$(&)$+ 页。

$$(# 张富强：《 论李鸿章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》，《 安徽史

学》"%%, 年第 ( 期。

%&’!&#!(#$’# 夏东元编《 郑观应集》上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
"%## 年版，第 +#,、)(*、、%,’、)**、)*(&)*+、)*" 页。

(《 李文忠公全书·奏稿》卷 "(，转引自汤奇学《 李鸿章的
自强价值观念及其价值》，《 安徽史学》"%%( 年第 " 期。

)《 李文忠公全书·朋僚函稿》卷 ")，转引自江秀平《 李鸿
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》，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

报》"%%( 年第 , 期。

*《 李文忠公全书·奏稿》卷 ’’，转引自江秀平《 李鸿章的
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》，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

"%%( 年第 , 期。

!’# 李国杰等编印《 李文忠公遗集》 卷 +，光绪三十一年刊

本，第 "* 页。

!)#!*# 转引自江秀平《 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》，
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"%%( 年第 , 期。

!+#!,#《 洋务运动》第 + 册，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，上海人
民出版社 "%," 年版，第 (’"&(’)、+*$ 页。

!-# 汪康年：《 汪康年师友书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"%#, 年

版，第 "*"" 页。

!"# 蔡尔康译《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》，岳麓书社 "%#, 年版，第

"#*&"#( 页。

$%#《 洋务运动》第 " 册，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，上海人民
出版社 "%," 年版，第 ")’ 页。

$&#《 洋务运动资料》第 ( 册，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，上海
人民出版社 "%," 年版，第 "*+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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